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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廷贵 孙超英

    

【内容提要】本文作者在本刊2004年第4期上发表的《中国社会信用的历史沉思》一

文中分析了中国传统社会作为家族社会所具有的社会关系的基本纽带：情、义、

忠、信。其中，“情”是最基本的。由此发展出“忠”，衍生出“义”及“人

情”，而“信用”仅仅作为一种从属的社会关系而存在。本文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

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这些基本纽带如何随着新中国的建立直至现在所发生的变化，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发生的变化。从而论证信用危机的现实原因以及建设信用社

会和深化改革的根本途径。 

【摘 要 题】改革论坛 

【关 键 词】家族/分家/失信/公正 

【正 文】 

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的社会单位是家族，不是家庭，当然更不是个人。但家庭往往

是最基本的经济单位。正因为如此，中国历朝历代均强调“孝”，甚至主张“以孝

治天下”。因为“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注：论语·学而篇第

一）这就意味着“孝”是“忠”的基础。笔者在《在中国社会信用的历史沉思》中

曾谈到：“父为子纲虽然包括个体家庭中儿子对父亲的从属关系，但这不是父为子

纲的要义所在，因为父亲对成年已婚儿子的控制才是家族得以维持的根本。”实际

上，父亲对未成年儿子的控制是自然而无需强调的。 

尽管“情”是家族社会的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纽带，但“信用”依然作为一种从属

的社会关系而存在。信用关系的从属性质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下对上不讲信

用，则为不孝、不义和不忠，会受到惩罚和谴责，为社会所不容。而上对下不讲信

用虽然不为社会所提倡，但往往为社会所宽容。孟子甚至说：“大人者，言不必

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注：孟子·离娄下）注意，这里的“义”不是

指“情义”，而是指“道义”。第二，信用主要表现为家族关系之外的人与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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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如曾子所言：“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子夏也说：“与朋友交，言而有

信。”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①，小车无yuè＠②，其何以

行之哉！”孔子把讲信用比喻为能够行驶的车，不也是强调只有言而有信才能在外

面的世界行走、与朋友交往吗？ 

信用关系的普遍化有赖于经济的市场化。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市场本身对自然经济

的从属性质决定了信用作为社会关系和行为规范的从属地位（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

论述请参见《中国社会信用的历史沉思》）。就中国的情况而言，经济市场化的过

程其实也是将个人从传统社会的家族关系中分离出来的过程，从而最终使个人、而

不是家族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个分离的过程是漫长而艰难的，因为我们实际上

不可能与过去一刀两断，传统社会留给我们的传统文化不是我们可以一推了之的东

西。马克思说：“除了现代的灾难之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

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

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

住活人！”（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11）正如一个成

年人的行为特征总是与其早年的经历有关一样，不考虑中国的过去就来讨论我们现

在应该怎么做，这就等于把一个成年人当作婴孩看待，结果等于把自己变成了婴

孩。 

一、家族社会的阴影 

随着清王朝的覆灭，中国的封建家族在战乱中不断瓦解，但家族的组织形式，家族

的思想观念，家族的道德规范等等依然存在着。 

新中国建立以后，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一直沿袭“讲成分、查三代”的作

法。这是为什么？阶级是按当事人的经济地位来划分的。为什么要查“三代”？这

查的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家族。这种作法等于把个人仍视为家族的一分子。某人

虽然不是地主，但他的成分是地主，也就是说，他是地主家族的一分子，因而不能

不受到“株连”。现在看起来似乎很荒唐，但对于一个刚从家族社会走出来的新社

会来说，这是难以避免的。封建社会的“株连九族”、“满门抄斩”，其实也是不

得已而为之，如果说有什么不对，那也不是作法的不对，而是社会的不对。在家族

社会，个人属于家族，这就好像蜜蜂属于蜂群一样。一人遭殃，满门不幸；一人得

道，鸡犬升天。 

本能地将一切组织家族化，或一切组织本能地将自己家族化，这是即使今天我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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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感受到的中国社会生活的一大特点。改革开放之前，所谓企业办社会，所谓大而

全、小而全，为什么？每个企业都力图把自己办成一个独立王国，即一个自给自足

的家族式的小社会。因为只有自己靠得住，国家计划不可能无所不包。计划是为国

家完成的，与自己无关。计划经济的低效率不仅决定于计划的制定者无法洞察一切

的能力局限，实际上也决定于计划完成者缺乏必要的积极性和协调性这一无法改变

的事实。我们试图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但家族所天然具有的狭隘性和排他

性使得这个“大家庭”的内部关系并不总是和谐的。人们总是自觉和不自觉地强调

内外有别，一个组织排斥另外一个组织，一个系统排斥另外一个系统，甚至一个地

区排斥另外一个地区，只有国家出面才能进行协调，但高层政府官员又怎么能够无

所不知、无所不晓、并始终大公无私呢？ 

当然，组织家族化自有其温馨的一面，这也是我们至今留恋的，但其低效率不可避

免。在我国的“三年严重困难”（注：1958年到1960年的连续3年“大跃进”，使中

国在1959年到1961年的3年中，陷入严重的经济灾难中。）时期，由“三自一

包”（注：即发展自由市场、扩大自留地、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的统称。）、“物

质刺激”所引发的党内分歧激化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结果

导致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这场被称为“十年浩劫”的“革命”中，血统论

及各种个人崇拜的口号被并非清王朝遗老遗少的青年一代喊得震天价响，再次显示

了传统家族社会的深远影响。这场浩劫使国民经济遭受空前的大破坏，促使中国人

从此确信“猫论”才是正确的。 

经济体制改革最基本的指导思想其实就是个人物质利益原则。正如邓小平所说：不

讲个人物质利益，对少数人可以，对多数人不行；短期可以，长期不行。但是，如

何实现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发奖金，人人有份，拉不开差距，结果还是“大锅

饭”。直到今天，收入分配的差距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行业之间，而这种差距又

往往是不合理的，或具有相当大的不合理成分。 

所谓“大锅饭”，其实正好来源于“大家庭”。“钟鸣鼎食”之家虽然气势恢弘，

但培养出来的子孙总是一代不如一代，这是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规律，因

为“大家庭”内部没有竞争，只有等级。公有制企业的情况正是如此。从内部看，

人人端的都是铁饭碗，领导坐的是金交椅。从外部看，国有企业也有中央和地方之

分，婆婆不同，权利就不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地位不如全民所有制企业，农村的

集体企业不如城市的集体企业，农民不如工人。 

市场还是存在的，主要是受到严格限制的消费品市场，这与传统社会的情况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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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生产资料实行调拨；虽然名义上有银行，但实行的是“统收统支”、“统存统

贷”，而且信贷计划由实物计划决定。这就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实际上不存

在。只有在个人之间，家庭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信用关系。 

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分家”，即打破家族式的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个人、企

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因为只有“分家”才有可能使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信用关系

成为普遍的社会关系。但如何走向市场？如何“分家”？ 

在农村，问题在开始时解决起来相对容易，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分

了“人民公社”的家。家庭，这个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作为最基本的社

会经济单位而存在的“枯木”终于又“逢春”了。“分家”是必然的，因为无论怎

么说，人民公社的凝聚力都无法与真正的家族相比。家族尚且不是高效的经济组

织，更何况人民公社。 

在城市，问题在一开始就异常复杂，因为企业无法分解为若干个体家庭，因为企业

不是由若干个体家庭组成的。实际上，即使能分解为若干个体家庭，因为企业生产

过程的复杂性，也很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班组承包、部门承包，有两个

方面问题难以解决：第一，不同承包单位之间的承包结果缺乏可比性；第二，承包

单位内部成员的考核和利益分配难以合理进行。如果承包单位是真正的家庭，第二

个方面的问题相对容易解决，但第一个方面的问题仍然难以处理。 

当然，如果企业领导能够公正无私，并且有能力对各承包单位的承包结果进行正确

比较，从而能够正确处理各承包单位之间的利益关系，并能够为各承包单位选择适

当的承包人，那么，承包制对企业就是可行的。但是，这样的企业领导如何产生？

改革初期曾一度大力宣传“用能人”、大力宣传“让贤”，实际上就反映了承包制

对这种企业领导的需求。结果如何？用了些什么样的“能人”呢？又有多少领

导“让贤”呢？实践表明，相当部分的所谓“能人”其实都不过是骗子和“硕

鼠”而已；与“让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肆无忌惮的“跑官”、“要官”。 

中国古来就有“父母官”与“子民”的说法，这实际上反映了统治者总是希望将国

家化为家族，再进一步化为家庭的幻想。为官要爱民，如父母爱子女；为民要敬

官，如子女孝父母。但实际上，一旦超出个体家庭的范围，随着血缘关系的疏远，

家族成员之间的爱是随着家族的扩展而降低的。要求一个家族的领导者同等、无私

地爱每一个家族成员，尚且不可能，又如何要求一个企业的领导者同等、无私地爱

每一个职工呢？如何才能保证企业领导者公正无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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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祖宗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遗产——家族制度，它对该问题的解决没有多

大的帮助。家族的稳定靠的是血缘关系和等级制。现在我们说论资排辈不好，但对

于家族来说，严格遵循按辈分、长幼形成的等级是家族稳定的根本，皇室家族也是

如此，即使是朕即国家的皇帝在确定接班人时，往往也不敢轻易废长立幼。家族内

部讲和为贵，讲一家子其乐融融，不分彼此，待遇上的差别则决定于辈分和长幼，

赏罚难以分明。因此，精明、高效的家族管理者往往不容易产生，即使产生也很难

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支持。《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不就正是这样吗？当然，王熙凤还

有其自私弄权的一面。不过，在她看来，不以权谋私则她对家族的贡献就没有得到

回报，就对不起自己。这其实又何尝不是现在的许多真正的能人在为企业做出重大

贡献的同时或之后贪污受贿时的想法呢？ 

由此可以得出两个非常重要的结论：第一，在正常情况下，即使有可能采取选举

制，有竞争力的家族领导者都难以通过选举产生，这是由家族这种组织形式本身决

定的。这就意味着，在中国不能盲目迷信选举制。第二，家族既难以产生和支持对

家族有利的强者，也很难抑制对家族不利的败类，家族是平庸者的天堂。这意味

着，在中国，改革必须要有耐心，改革的关键在于有坚强的支持力量，而大多数人

的一般性支持往往是不够的。如果外来压力有利于团结则有利于改革。这正是家族

体制本身的悲哀，而我们现在仍强烈地感受着这种悲哀，因为中国现代社会其实仍

在家族阴影的笼罩之下，挥之不去。 

以个人物质利益为动力但缺乏制约的改革结果不断地向我们表明，企业的领导者可

能既不代表国家利益，也不代表企业职工的利益，甚至也不代表股东的利益，他们

中的不少人可能就是安心成为“穷庙中的富方丈”，或者在大发横财之后远走他

国。实践同时表明，由于控制链条太长，国家很难对无数的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督，

而企业内部事实上存在的等级体制或准等级体制（因为需要加强领导而成为必要）

又使企业职工对领导层的监督和制约成为不可能，这正是很多企业的国有资产在职

工的众目睽睽之下不断流失的原因。总之，“家”分给谁？对于没有真正的家庭、

也无法由真正的家庭作为承担者的经济组织来说，这个问题难以解决，结果就表现

为产权不清。 

二、信用缺失的现实原因 

“分家”没有完成，或者说，信用关系还没有成为普遍的社会关系，那么，又何来

的信用危机呢？当人们谈论信用缺失的时候，似乎把信用关系在过去的普遍存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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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前提。其实，中国在过去并没有普遍存在的信用关系，改革的任务正是要建立这

样的关系。但是，在“情”、“义”和“忠”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发挥作用

时，处于从属地位的信用关系总的来说是受到维护的，这实际上由市场存在的必要

性所决定。“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碳值”（注：白居易.卖炭翁）的情况肯

定存在，但不可能总是如此。新中国建立以后，市场受到严格限制，人们之间的利

益关系是明确而基本固定的，不存在通过破坏信用关系来受益的可能性。但这种可

能性在改革开放中出现了。 

首先，借助于市场的个人致富受到鼓励。市场、特别是由不成熟市场所天然具有的

投机性而产生的巨大诱惑力是很难抗拒的。马克思说得好：“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

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就成了货币的结晶。连圣徒的遗骨也不能抗

拒这种炼金术，更不用说那些人间交易范围之外的不那么粗陋的圣物了。”（注：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152）对货币财富的疯狂追求很容易使

人漠视一切，信用观念的力量根本无法与之抗衡，更何况来自中国传统社会的信用

观念本来就不够强大，不讲信用在很多场合仅被视为“赖”而已。时至今日，当人

们在使用盗版软件时，又有多少人为此而感到羞惭呢？ 

产权不清为失信谋私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损公肥私很容易发生，也容易得逞，虽

然人人切齿痛恨，但挺身而出、拍案而起的不多。因为失信者要么损害的是公家的

利益，比如企业的领导者违背对国家的承诺，侵吞国有资产，比如借了国家银行的

钱不还；要么以欺骗的方式损害社会大众的利益，比如制假售假。无论是哪种情

况，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通常不以强制手段直接损害民众的个人利益，这就

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一方面，人们对不讲信用的现象切齿痛恨，但另一方面又熟视无

睹或无可奈何。家族的狭隘性和排他性造就了人们“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

上霜”的秉性。居民住宅从一楼一直安到顶楼的沉重的防盗栏不正在向我们述说着

这一份历史的“沉重”吗？假货也是消费者自己去买的嘛，因为人们或者可能不知

道他们买的是假货，或者不得不买假货。而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自改革开放以来经

济的发展与种种不讲信用的社会现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并行不悖。 

应该明确的是，在中国，不讲信用的主要是某些企业领导、政府官员而不是普通个

人，特别是某些国有企业领导和地方政府官员。国家的企业借国家银行的钱不还，

对国有企业来说，似乎是应该的，而且在背后往往还有地方政府的支持，制假售假

的企业往往也享有同样的待遇。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侵吞国有资产，政府官员索贿受

贿，这其实都是“阳光下的罪恶”，无秘密可言。因此，很明显，根源还是家应该

分给谁的问题没有解决，从而使得国有资产在我们的某些代理人手中、即在某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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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企业的“老总”们和某些相关的政府官员们的手中变成了“免费的午餐”，而老

百姓作为需要被加强领导的对象，又有多少可以作为的余地呢？ 

其实，不讲信用是现象，而本质是：一些掌权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将“社会主义的

家”分给自己。从这一刻开始，我们的“大家庭”真的面临危机了。首先，在各种

组织内部，人际关系无端地变得紧张，企业之间出现无序竞争，企业和其他组织的

领导者，甚至某些地方政府官员开始对上级的指示阳奉阴违，一句话，家族式的组

织体制开始变得不稳定，换句话说，各种组织内部以及组织之间的“兄弟情义”已

开始经受利益争夺的考验，下级对上级已开始“不忠”，这特别明显地表现为“上

有政策，下有对策”，以及越来越明目张胆的地方保护主义。 

与此同时，新的家族已经开始萌芽，即权力家族。人们崇拜权力胜过崇拜金钱，因

为有权就不难有钱，有权就可以将“社会主义的家”分给自己，而仅仅有钱则可能

难以有更多的钱。于是，在对权力的疯狂追逐中，我们看到“39岁现象”。时间是

权力的制约因素，所谓“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于是，在对权力的滥用中，我们

看到“59岁现象”。 

权力从来都是一个系统，控制系统或支配系统，因此，离开了支持者，就无法行使

权力。在权力家族中，这个控制系统内的人际关系不是一般的上下级关系，而是依

附和被依附的关系，因为被效忠的是位高权重的个人，是效忠者的利益来源。在这

里，我们所看到的其实就是在家族中主子和侍从的关系。权力家族往往寄生于组织

家族的权力中枢，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的黑洞。 

在社会下层，黑社会或类似黑社会的组织开始出现，“义”又重新成了一面“招兵

买马”旗帜。实际上，在党和政府的基层组织中，圈内人相互“称兄道弟”的现象

并不鲜见。这是值得深思的。 

家族的幽灵始终不愿离我们而去。为什么？因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还没有最终建

成，信用关系还没有成为社会关系的基本纽带，所以，家族的幽灵就总有藏身之

地，或者说，家族的幽灵被人们所需要，或用于谋私，或用于自卫。但是，家族的

幽灵对于社会主义的信用关系的发展来说却是严重障碍，因为不管

是“情”、“义、”“忠”还是“人情”，它们都与普遍的信用关系所要求的公

平、公正、公开的“三公”原则相违背。当人们在证券市场上大声呼唤“三公”原

则时，我们是否应该意识到“三公”原则不可能是空中楼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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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因产权不清而造成对信用关系的破坏外，改革开放所采取的有控制、渐进的模

式对信用关系的建立也有消极的影响。当然，对中国来说，有控制、渐进的改革模

式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只有这个选择才可能防止或减轻社会动荡，但这个选择并不

能阻止人们通过破坏信用关系来牟利，恰恰相反，它会在三个方面诱发和助长对信

用关系的破坏。原因很简单： 

第一，既然要改革开放，控制就必须放松，必须对企业“松绑”。在法制不健全，

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为了发财致富的“硬道理”，“松绑”后的企业及其领导人

因唯利是图而置信用于不顾势在必然。 

第二，既然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控制就不可能“一视同仁”，也就是

说，需要做试验，需要对不同的地区实行不同的政策。信用关系的基础是平等，对

不同地区的不同政策虽然有利于对全局的控制，但破坏了地区间的平等关系，从而

不利于信用关系和信用观念的建立，相反，却会助长在中国本来就根深蒂固的特权

意识和对特权的滥用。“搞关系”的普遍存在，甚至搞改革在某些场合还得以“搞

关系”为基础，比如为争取成为改革的试点地区或试点单位而不得不上下打点，这

就是特权普遍存在的证明，因为“搞关系”其实就是为了利用特权。 

第三，渐进式改革虽然有利于进行调整或纠正不当的做法，有利于改革成果的巩

固，但却同时也使得不讲信用的行为有充裕的时间不断地向社会的各个层面渗透，

不断地毒化人们的意识，以至于不少的人对不讲信用的行为习以为常，失信者甚至

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受害者往往也自认倒霉。 

总之，产权不清是信用缺失的经济根源，而不成熟市场的投机性、改革对象的有选

择性和改革方式的渐进性则只能在产权不清的基础上才可能发挥作用。产权不清在

改革的一定时期内是很难避免的。东欧和前苏联采用“休克疗法”就是企图毕其功

于一役地解决产权不清的问题，后果如何？有目共睹。在前苏联实施“休克疗

法”之前，其国民经济的总量远大于中国，而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 

其实，产权的清与不清始终是相对的，或者说，没有绝对清晰的产权。即使是在西

方发达国家的现代企业制度下，代理人难题同样普遍存在。当然，自然人股东对经

理人的监督要优于法人股东，因为法人股东与其代表之间又有一个代理人问题，换

言之，国有资产的代表对经理人的监督不仅仅是一个监督效率的问题，同时还存在

一个是否监督的问题。 



曹廷贵 孙超英：中国社会信用的现实思考 

尽管在西方国家也存在产权清晰与否方面的问题，但由于政府在企业产权上的超然

地位，以及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对信用关系的维护，比如违规的经理人难逃法律的

制裁，等等，这就保证了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能够正常运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

筑，这不仅意味着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同时还意味着一定

的经济基础需要相应的上层建筑来保护它。具体地说，经济上的信用关系，离不开

政治上的信用关系，经济信用离不开政治信用。如果信用关系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如果政府偏袒破坏信用的企业和个人，后果如何？可想而知。 

三、社会公正在于权力制衡 

古人云：“政者，正也。” 

为什么需要政府？广而言之，因为人们需要一个维护社会公正的机关。公者，对公

也；正者，正确、恰当也。如果社会能够恰当地对待所有的人，或者说社会使所有

的人感到他们受到的待遇是恰当的，那么，这个社会就是公正的。因此，公正与公

平不同，公平是指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人，而公正是指恰当地对待所有的人。公平和

公正显然都是相对的，但公正的相对性较之公平则更为复杂。比如，一定级别的官

员享有国家配备的专车，这是不公平的，但却可以是公正的。再比如，时至今日，

英国王室仍享有种种特权，但英国大众却没有因此而感到不公正。 

公正明显地包含有历史的因素。中国人对等级差别的容忍程度与家族社会的传统直

接相关。传统社会的老百姓并不在乎官老爷们的高高在上，而只求高悬的是一面明

镜即可。殊不知当“高高在上”被绝对化之后，又如何能保证被高悬的始终是一面

明镜呢？ 

中国自古“不患寡，而患不均”。为什么？因为土地兼并所造成的“富者田连阡

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不均”总是危及社会的基础——小农经济的稳定，从而

导致社会的阶级矛盾激化、以至天下大乱。因此，农民起义大多与对土地的要求相

联系。在起义农民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新王朝总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农民对土地的

要求，轻徭薄赋，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这样做既是对农民守信，也是维护社会最

基本的公正。实际上，对政府而言，维护社会公正就是对人民守信，因为维护社会

公正总是政府的承诺。 

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在农村所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实就是均田制的现代

版，它满足了农民自主使用土地的要求，符合社会公正的基本原则，从而得到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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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拥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初步解决了中国的“吃饭”问题，但难以解决中国

农村的发展问题。地少人多的矛盾，小农经济内在的不稳定性，地方政府的随意干

预和伸手使“三农”问题解决起来困难重重。 

前面讲到，承包制难以在城市普遍推行，因为“家”分给谁的问题不能像在农村那

样地加以解决。于是我们发现，迄今为止的城市改革都是在或多或少不利于建立信

用关系的情况下进行的。现在出现的某些企业管理层将国有资产化公为私的现象其

实正是这种破坏信用关系的改革方式符合逻辑的发展结果。 

马克思说得好：资本来到人世间，它的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资本

原始积累时期，资产阶级对本国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对落后国家的殖民掠夺是没

有什么信义可言的。 

信用来源于市场。不错。在传统社会，的确只有在市场上才可能存在人与人之间相

对独立、平等的关系。因此，一般地说，信用是以平等为基础的。但是，资本主义

早期的市场与前资本主义的市场是极不相同的。前资本主义的市场是外在于自然经

济的市场，人们对它的依赖不深，因为人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这就决定

了借助市场的盘剥既不可能大规模地进行、也不可能长期地进行。在资本原始积累

时期，被抛向市场的工人阶级已别无选择，他们与资产阶级之间在经济上毫无平等

可言，因为他们丧失了生产条件。想一想在辛苦劳作之后连微薄的工资都可能得不

到的民工们，他们与欺骗他们的老板之间是平等的吗？ 

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103），这

是因为持有它们的人是平等的。当我们在分析市场的优越性时，不应该忘了我们所

分析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市场，哪个时期的市场。我们不可能像进口美国的波音飞机

那样进口美国的市场，这正如我们不可能像购买牛排那样去购买健康一样。一个社

会的市场是内在于该社会的，中国的市场要靠我们自己慢慢培育。 

主张扩大民营经济、缩小国有经济的人们总是以国有经济产权不清为理由，以效率

第一为口号。是的。产权不清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但是，将国有资产通过各种令人

眼花缭乱的形式化为少数官员和企业管理者的私有财产以实现产权明晰的方法在中

国行得通吗？或者说，继续沿着破坏信用关系的路走下去行得通吗？ 

市场，这个产生于不同的人类共同体在殊死搏斗之后的怪物，始终保留着它桀骜不

驯的本性。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或者按照现在西方经济学的观念来看待中国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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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中的市场都是不恰当的。我们需要纵横古今、着眼长远的市场观。 

“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他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

的。但是物一旦对外成为商品，由于反作用，它在共同体内部也成为商

品。”（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103）的确，市场是从对

外关系中发展起来的。不过，和平的对外交换的关系，往往都是战争的结果。从掠

夺自然界发展起来人类在贸易之前所想到的理所当然地是掠夺他人。想一想与海上

贸易如影相随的海盗行为，想一想西方的殖民者当年所到之处的烧杀抢掠，想一想

从房地产开发中一夜暴富的大亨们，他们的座右铭会是“君子爱财、但要取之有

道”吗？ 

正如对外的市场关系不是在互敬互爱中产生出来的一样，任何共同体内部的市场关

系也绝不会在轻松愉快中产生。从人类共同体之间的市场关系发展为在一个人类共

同体的内部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是一个血与火的长期过程，在西方经历了大约

三千年的时间，从希腊文明的萌芽一直到资本主义在英国的确立。在中国，这个过

程至今没有完成。 

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所带给世界的是什么？它把奴隶制度下的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

的对立，即作为奴隶主的国家与被奴役民族的对立，把在封建制度下分散的不同领

主庄园内的领主与农奴的对立，转化为内在于一个社会的、在整个社会的规模上展

开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从而使阶级冲突的强度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无产阶级的不妥协与无法妥协最终使社会的妥协成为可能。而这正是西方福利国家

得以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社会主义革命总是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发生并取得成功，这绝不是偶然的。首

先，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必然伴随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而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的殖民扩张又会使该矛盾加剧和复杂化，从而把落后国家逼上社会主义道路。对

于生活于家族社会的中国人来说，社会主义又很容易与他们所追求的天下一家的大

同社会的儒家理想发生共鸣。 

虽然天下不可能一家，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是不容抹煞的。

由此留下的国有经济尽管需要加以改造，但绝不应视之如敝屣、弃之而后快。因为

现代生产方式的社会化性质决定了不可能按照传统社会的方式“分家”。如果任由

少数官员和企业管理者将国有资产化公为私，这就意味着国家对全民不守信用，即

丧失了社会主义的公正。特别是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这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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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将不可避免地激化阶级矛盾。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已经错过了可以忍受大规模的阶级冲突来发展经济的时

代，因为我们已经没有西方国家 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所具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环

境，或者说，没有可供我们剥削的落后国家。 

以国内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向国外低价出口的政策最终只能带来损人不利己的后

果，因为这在国际上造成紧张关系的同时，既浪费了国内的资源，又影响了本国劳

动力质量的提高。从中受益的只能是少数人。 

现在西方国家总以维护自由、人权来标榜自己，尽管有其虚伪的一面，但我们不能

不看到，它们国内的阶级矛盾的确并未如马克思所预料的那样愈演愈烈直至爆发社

会主义革命。为什么？因为社会化大生产最终造就出强大的社会阶级，使妥协成为

可能，科学技术的进步在使社会财富被大规模创造和积累的同时，也使尊重人、关

心人、提高人的素质成为必要，因为这是科学技术的持续进步所需要的。没有高素

质的人民就不会有强大的国家，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必须从善待其

国民、强大其国民开始。 

因此，如果听任少数人将国有资产化公为私，则不仅会激化阶级矛盾，而且这种人

为的财产差距将不利于营造尊重人、关心人的社会氛围，也不利于国民素质的普遍

提高。想一想某些权贵们视普通人的生命如草芥的行为吧。再想一想希望工程的尴

尬。如果无视这一切，我们所丧失的将不仅仅是自己的社会主义公正，而且还将是

现代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时代公正、即人民享有参与机会的公正。 

产权不清的问题的确存在。但想一想在对居民住宅实行强制拆迁时的情况。私有产

权得到应有的尊重了吗？它在理论上是清的，但实际上是清的吗？再想一想县、乡

政府强行干预农民生产经营的情况。农民们的经营自主权又到哪里去了呢？简言

之，不清的又岂止国有产权！ 

产权是在对财产支配的过程中一个人或者一部分人排斥其他人的关系。作为一种客

观的经济关系，第一，产权绝不仅仅是一个法律上的规定，第二，产权无法离开其

它社会关系而存在。当一个人将自己得到的奖金主动地或不情愿地分一部分给其他

人时，特别是以某种形式分一部分给自己的上司时，这实际上反映了这个人对这笔

奖金的产权因为特定的人际关系而打了折扣。这个人知道在理论上他或她可以独

享，但该理论恰好是脱离实际的，因为独享的结果只能是在其它方面付出更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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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现在流行有太多的这样的理论。我们用西方市场经济的理论来要求中国的现实，

就像一个拿着明星的相片埋怨自己长相的人一样，总觉得自己不应该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从现实的财产支配关系来看待产权，那么，我们就会明白，产权是无

法“独清”的。这是第一。第二，产权也无法“速清”。因为一种产权关系要得到

大多数人的接受和尊重，往往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除非这种产权关系具有与传

统产权关系相似的内涵。想一想资本主义的产权关系在其确立过程中所经历的血与

火的历史。 

我们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不是历史的错误，而是历史的必然。但数千年家族社

会的历史却不知不觉地给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打上了家族的烙印。我们前面关于

家族社会的阴影的分析足以证明这一点。 

社会主义是社会大众广泛参与管理的社会制度，不是少数人为多数人做主，少数人

为多数人办实事、施恩于多数人的制度。因为我们无法保证为多数人做主的少数人

只为自己办实事、置多数人的利益于不顾的情况发生。这就是说，离开了社会大众

的广泛参与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放大了的家族，社会主义不是

把“家”变成国，恰恰相反，社会主义是用社会大众参与管理的国来代替以家长为

中心的等级森严的家。 

因此，如果任由少数官员和企业管理者将国有资产化公为私，那么，这样的“分

家”就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分家”是有利于社会大众参与管理

的“分家”，而不是相反。 

人是社会的产物，现实社会是历史社会的发展。家族社会的阴影既然存在，那么，

我们就应该问：中国传统社会的“软肋”究竟何在？ 

以“情”、“义”、“人情”为横向纽带，以“忠”、“孝”、“节”为纵向纽带

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没有、也不可能有自下而上的制约存在的社会。两百年左右

发生一次的社会成本极其高昂的改朝换代，就像现在西方国家四年一次的大选一

样，周而复始地进行。家族的本性是狭隘而排他的，因而需要专制的“忠”来维护

国家的统一。但作为皇室家族成员的皇帝也同样无法摆脱家族的狭隘性，皇帝只能

产生于特定家族的事实就已经基本上排除了自下而上进行制约的可能性。具体地

说，当皇室家族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如果被牺牲的只能是国家利益的

话，那么，这就意味着天下大乱将是不可避免的。此外，狭隘而排他的家族又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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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协调一致、产生出有利于国家的自下而上的制约呢？满门忠烈的杨家将、精忠报

国的岳家军，留给后世多少遗憾？但一个“家”字已经说明了一切。 

历史的“软肋”已经荡然无存了吗？显然没有。这个“软肋”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最

大障碍，也是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明晰产权的最大障碍，因为缺乏制约、极易膨胀的

权力往往无视社会的公正，蔑视任何产权的神圣性。权力必须受到双向制约，这是

产权明晰的前提。如果仅仅在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上做文章，那实际上意味着企图

割裂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仅在于能够进行自上而下

的强有力的控制，也在于存在自下而上的广泛的社会制约。中国只能无愧于社会主

义才能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车的繁体右儿的繁体 

＠②原字左车的繁体右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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